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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路径对农民工城市化
质量的影响研究

魏 万 青,马 静
(广西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530004)

摘 要:本文基于家庭团聚与迁移稳定性理解农民工城市化质量,并采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调查”数据,评估异地城镇化和中心城市城镇化路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心城市城镇化对农民工家庭

团聚与迁移稳定性有积极影响,异地城镇化路径不利于城市化质量的提升;(2)基于中西部子样本进一步

分析发现,中心城市城镇化路径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城市化质量,而异地城镇化则导致家庭与生活的紧张关

系;(3)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农民工家庭迁移与稳定性为

目标的多元城镇化路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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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促进家庭团聚与迁移的稳定性,是提升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全球化贸易

的市场力量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驱动下的产业与经济发展主要向东部沿海城市与中心城市集

聚,在就业机会的吸引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由中西部向东部沿海城市迁移。另一方面,社
会政策与公共服务供给主要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在省内统筹供给,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对

农民工群体覆盖率较低。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普遍较低:家庭处于“分离状态”
且不稳定,农民工流动性较强。长期以来,国家城镇化发展道路与导向是“就近城镇化”和“中小

城市为主的城镇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鼓励中西部城市群发展吸纳农民

工返乡的“就近转移”,并在相对长一段时间内采取“中小城市为主”的城镇化路径。《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2021—2035年)》,明确“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目标

任务和政策举措,落户限制逐步放开,但“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

落户”的具体方法依然是“各城市因地制宜制定”,“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依然是省级政

府“细化完善并定期调整”。因此,公共服务供给的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依然有待时日。
时至今日,中国农民工群体已发生较大的变化。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09年未婚农民工占比高达41.5%,2019年则下降到16.7%。随着农民工群体由未婚、年轻农

民工为主转向已婚、中年农民工为主,就业机会与公共服务供给不匹配的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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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工作机会、收入等经济目标与老人、子女照料和上学等社会价值目标,成为影响农民工家庭决

策与城市化质量的关键问题。而农民工选择与国家城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是否一致,不仅会影

响相关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性与效率,同时也会影响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那么,政策导向的

城镇化道路是否符合农民工利益与偏好呢?

正是对该问题的关注,本文以“家庭团聚”与“稳定迁移”目标搭建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框架,

评估“就近城镇化”和“中小城市为主城镇化”的影响。

相对既有研究,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既有研究主要以“入户意愿”理
解农民工的城市化意愿和稳定性,但入户意愿等主观指标涉及入户成本等问题,测量结果非常不

稳定[1]。本文以定居行为测量迁移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入户成本带来的测量不稳定

性问题。其二,提升城市化或市民化质量,要对农民工家庭的“空间分离”与碎片化问题进行回

应,本文“城市化质量”框架聚焦农民工家庭团聚目标,强调“家庭团聚”与家庭化迁移的作用,同
时也体现了“生命历程视角”政策范式的核心理念。生命历程视角被称为公共政策的透视镜[2],

强调公共政策的重要功能就是实现生命历程的“标准化”[3],即重建稳定性,修复家庭功能。对农

民工而言,首先是要解决因公共政策排斥性导致的“空间分离”问题,即“拆分型家庭”问题。其

三,既有研究隐含着一个重要假设就是:随着产业转移到中西部,作为主要迁出地的中西部农民

工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选择就近迁移,而就近迁移有利于家庭团聚,提升城市化质量。那么,就
近迁移是否真的有利于家庭团聚,进而提升城市化质量呢? 这需要进行客观评估。本文关注不

同城镇化路径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对该问题的回答,能为区域

发展政策调整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质量发展趋势,提供知识支撑。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一)标准化生命历程:社会风险与公共政策的回应

生命历程视角强调社会变迁、重大社会事件对个体生命轨迹的影响,是社会问题研究中广泛

使用的视角。生命历程视角的北美“埃尔德范式”关注重大事件(如大萧条)与风险的冲击,而欧

洲大陆的“科利范式”则更关注国家公共政策体系对促成生命历程整体结构的重要作用,并形成

了“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理论[4]。迈耶尔认为中产阶级生活模式代表着工业社会乃至现代社会标

准化的生活模式。福特主义下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与雇佣制度,是标准化生命历程的经济基础,而
社会救助与保险、教育与养老金等政策,为个体面临的社会与经济风险提供了防护[5]。

如今,标准化生命历程的基础面临着各种冲击。全球化、产业转移与技术变迁下的劳动力市

场变得极不稳定,而“双薪”“离异”与“单亲”家庭为代表的“非标准化”家庭,进一步冲击了传统家

庭模式与家庭功能[6-7],形成了“去标准化”“非标准化”浪潮[8]。这便更迫切地要求社会政策与公

共政策对此进行回应,为新的社会风险提供防护[9]。

总之,生命历程制度化理论强调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是国家的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类型不

同,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回应措施则不同。生命历程视角作为公共政策评估、调整与完善的基

础理论视角[10],其功能就是对各类威胁生命历程标准化的风险做出回应,重建稳定性和修补家

庭功能。回到中国实践,公共服务供给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协同发展,其重要目标是促进农民工家庭

迁移,实现家庭团聚与稳定性。由此可得,家庭团聚与稳定是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关键内容。
(二)城市化质量:传统城镇化的问题与新型城镇化的回应

以家庭团聚与稳定迁移为城市化质量的关键内容,也是对中国传统城镇化路径不足的回应。

家庭“离散化”是农民工城镇化质量较低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社会政策与

公共服务供给滞后,劳动力市场风险与再生产成本向农民工家庭与农村转移。这种半工半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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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模式虽然使得中国劳动力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11],但诸多问题也逐渐凸显。在农村,留
守儿童与留守老人等非常普遍[12]。据马忠东基于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目前

儿童留守率高达62.8%,中青年妇女的净留守率也有21.72%[13]。在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滞后

性使得农民工的城市化处于“半城市化”状况[14],农民工工作不稳定,频繁流动,其居住需求也主

要依靠城中村与企业宿舍等非正规住房解决,居住环境较差,十分不利于家庭迁移。

由此,研究者批评既有城镇化路径是排斥农民工群体的“半城市化”、低度城市化路径[15]。

与之对应,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升农民工城市化质量,其关键是要提升农民工的家

庭完整性与稳定性[16-17]。因此,将农民工家庭团聚与稳定性作为城市化质量的关键内容,不仅体

现了生命历程研究的政策导向,更是“以人为本”,将农民工家庭团聚与稳定性视为“美好生活”的
基础,体现了对传统城镇化路径的反思。

(三)城市化质量目标的实现:政策导向与自主选择的协调性

农民工城市化质量较低,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自上而下城市化路径和农民工自下而上城

市化路径不匹配,政策导向与农民工自主选择之间存在较大的落差。

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城市化路径强调就近城镇化,以“城乡协调就业计划”为代表的政策措

施,严格限制跨省流动。但农民工自主选择,即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路径却呈现跨省异地城镇化的

趋势,农民工在就业机会与待遇的拉动下依然选择跨省“异地流动”和向中心城市流动。1985年

40.3%的农民工是跨省流动,1996年为53%[18]。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外来人口中跨

省流动占比53.9%,省会、首府等中心城市约占三分之一[19]。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农民工监测调

查报告,2008年外出务工农民工跨省迁移比例为53.3%,2019年中部地区农民工跨省流动比例

依然高达59.2%[20]。整体而言,流动人口向东部和大城市集聚的空间格局并没发生变化[21],

2010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迁移人口占全国迁移人口比例提高为65%[22]。

政府倡导“中小城市为主”和“就近就地”城镇化,但农民工迁移却呈现出“跨省异地”和“中心

城市”城镇化的特征。基于此,研究者提出应在尊重迁移规律与迁移主体意愿的基础上讨论城镇

化推进路径。李若建表示推进中小城市的户籍化改革作用有限[23],户籍制度改革关键是以京沪

穗等超大城市和长三角、珠三角沿海发达城市,应基于外来人口的定居性特征推进户籍与公共服

务供给改革[24]。张翼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的推进道路,强调基于居住地推进公共服务改

革[1]。孙中伟提出城市化推进的“大城市优先”策略[25]。而在政策供给上,研究者强调以促进家

庭化迁移的目标。家庭化迁居是人口迁移的更高级阶段[26]。虽然跨省异地迁移意味着更多的

就业机会与收入回报,但在基本公共服务“省内统筹”、地域化供给的情况下,跨省异地迁移意味

着获得当地公共服务的机会不均等,家庭团聚难度加大。相对于省内跨县的流动人口,跨省的流

动人口携带家眷可能性较小,而省内跨市(地)流动的人口携带家眷可能性增大[27],跨省流动者

单人流动比例更高,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家庭结构更不易保持完整[28]。时至今日,虽然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快速进展,但“十四五”时期“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

举家进城落户”的具体方法依然是“各城市因地制宜制定”,“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依然

是省级政府“细化完善并定期调整”。

既有关于中心城市对农民工就业与收入积极影响的文献非常丰富[29-32],但对中心城市或大

城市对农民工家庭团聚目标的影响,并未达成一致。虽然中心城市迁移意味着更好的就业机会

与更高收入,但高房价与居住成本的负面效应也如影随行,特别不利于无房者与低技能劳动

力[33]。与此同时,虽然大城市房价较高,但大量存在的城中村等非正规住房,在一定程度上又能

降低城市化定居成本[12]。其结果是中心城市对农民工家庭迁移影响比较复杂。如,汪建华通过

对2014年南京大学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家庭同住趋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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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34],但谷莎菲、白萌利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却发现,大城市农民工核心

家庭团聚状况最好[35]。

总之,就业与收入、家庭团聚与父母子女照料,影响着农民工的迁移决策与迁入地选择,而国

家城镇化发展道路选择,影响着农民工公共服务获得与迁移成本,如果农民工选择与国家城镇化

发展道路选择不一致,就会导致农民工城市化质量产生不利影响,也正是如此,既有研究强调以

农民工意愿和选择为基础,优化城市化推进路径与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然而,既有研究关于农民

工跨省异地迁移与中心城市迁移趋势,如何影响农民工家庭团聚与稳定性,依然缺少充分的研

究。基于此,本文以家庭迁移与稳定性预期为核心目标搭建城镇化质量分析框架,评估城镇化路

径对人口城市化质量的影响。

三、数据、测量与研究策略

(一)数据与分析对象筛选原则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2014
年数据的全国个人数据(ChinaMigrantsDynamicSurvey,简称CMDS)。相对于其他年份数据,

CMDS2014数据个人问卷,按照随机原则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

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点,开展抽样调查,调查对全国和各省均有代表性。基于具体研究目

标,本文在全国个人问卷数据基础上,匹配了调查城市的行政级别、常住人口规模、工资水平(在
职城镇职工人均收入)等宏观统计指标。

由于调查是县外流动人口调查,因此本文分析对象不包括县区内迁移农民工。分析对象筛

选时,首先根据户口、年龄、已婚状况进行筛选,分析对象限定为农业户籍、60岁以下、已婚、农民

工。接着剔除了雇主 、自我雇佣和其他雇佣类型的农民工与流入地为农村 、乡镇的农民工 ,只

分析流入地为城市的被雇佣农民工。考虑到农民工迁移决策、家庭迁移决策主要是核心家庭成

员做出,因此排除了“随迁”、因结婚迁移的农民工,只分析“务工、经商流动”的农民工。
(二)测量与样本基本情况

城市化质量:主要关注家庭完整性与稳定性两个方面的信息。如果农民工及其配偶、未成年

子女共同迁移,则界定为举家迁移。家庭完整性编码为1,否则为0。如果受访者打算未来五年

长期在本地居住生活,意味着稳定性强,取值为1,否则稳定性弱,取值为0。相较于以往基于入

户意愿、留城意愿指标的测量,城市化质量框架强调家庭团聚与稳定性,更能体现农民工的理性

与偏好,也与“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目标相匹配。

就近与异地城镇化路径:CMDS数据调查将外出流动人口根据迁移范围区分为跨省流动、省
内跨市流动、市内跨县流动三类,基于此,本文将省外迁移视为异地迁移,将市内跨县和省内跨市

理解为“就近城镇化”的不同类型。在具体分析中,“省内跨市流动”(简称省内迁移)为参照组,分
析异地城镇化(即跨省流动)与市内就近城镇化(市内跨县流动,简称市内迁移)的影响。这样处

理的理由,一是因为公共服务供给是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的省内统筹[36],但具体落实上,《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精神依然规定由“各城市因地制宜制定”。以省内跨市为参

照组,比较跨省流动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和以跨省流动为参照组,比较省内跨市对城市化质量

的影响,其含义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是回归系数符号的差异。二是因为虽然“市内迁移”与“省
内跨市迁移”相对于跨省迁移均可以理解为“就近城镇化”,但“市内迁移”相对于“省内跨市迁

移”,无疑更符合“就近城镇化”的直观理解,以“省内跨市流动”作为参照组的优势是,能进一步分

析“市内迁移”与“省内跨市迁移”对城市化质量影响的差异。

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城镇化路径:本文将省会(首府)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界定为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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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省会、非副省级城市界定为“非中心城市”(中小城市)。这一划分符合民众对大城市的理解,也

与公共服务资源分配逻辑以及户籍改革推进逻辑相符,省会(首府)等中心城市积累了大量的公

共资源且户籍门槛较高[37]。同时,控制变量包括城市常住人口规模,这样处理既照顾了中国城

市分层体系的现实,同时考虑了城市规模因素的影响。

控制变量:包括城市规模(市年末总人口数对数)、所在城市工资水平(取对数)、区域特征、未

成年子女数和学龄儿童数,以及农民工性别、年龄、教育、城市经验(城市工作生活年限)、收入(对

数)、户籍地,配偶年龄与教育,以及基于户籍地计算的跨省迁移比例、中心城市迁移比例等。其

中,城市经验在90%分位进行缩尾处理。考虑子女教育需求对迁移决策的重要影响[38-39],故控

制了未成年子女数,并对未成年子女根据学制特征进行进一步区分,控制7~15岁,即义务教育

阶段学龄儿童数。最终进入分析的总样本量为41818,中西部子样本有效样本量为28837,样本

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名 简要说明
总样本 N=41818 中西部样本 N=28837
均值 标准误 均值 标准误

完整性 家庭迁移=1 0.679 0.467 0.643 0.479
稳定性 打算长期居住=1 0.563 0.496 0.532 0.499
迁移范围
跨省迁移 跨省迁移=1 0.513 0.500 0.557 0.497
省内跨市 省内跨市=1 0.292 0.455 0.233 0.423
市内跨县 市内跨县=1 0.195 0.396 0.210 0.408
中心城市 省会(首府)、副省级城市=1 0.505 0.500 0.465 0.499
家庭情况

未成年子女数 人(小于15周岁) 0.887 0.719 0.936 0.750
学龄儿童数 人 0.498 0.647 0.533 0.679
配偶年龄 年 35.490 8.223 35.620 8.285
配偶教育 年 9.560 2.596 9.337 2.519
个体特征

性别 男性=1 0.623 0.485 0.618 0.486
年龄 年 35.860 8.078 36.020 8.113
教育 年 9.649 2.611 9.422 2.557
城市经验 年 4.883 4.418 4.749 4.362
收入 对数 8.027 0.357 8.017 0.355
迁入城市特征

城市规模 年末人口对数 6.269 0.802 6.221 0.857
东部 务工城市 0.536 0.499 0.480 0.500
中部 务工城市 0.144 0.351 0.197 0.398
西部 务工城市 0.250 0.433 0.316 0.465
东北 务工城市 0.071 0.256 0.008 0.088
城市收入水平 工资对数 10.910 0.250 10.890 0.247
跨省比例 户籍地农民工跨省迁移比例 0.519 0.153 0.540 0.165
中心城市比例 户籍地农民工迁入中心城市比例 0.301 0.077 0.281 0.057

  样本中农民工的家庭完整性比较高,近68%的农民工的核心家庭成员居住在同一个城市,

稳定性预期略低,56.3%的农民工表示准备在务工城市长期居住和生活。从迁移范围来看,异地

城镇化(跨省流动)农民工51.3%,在省会(首府)和副省级城市就业农民工比例为50.5%。其中

东部城市就业占比53.6%,西部城市就业次之,占比25%,中部占比14.4%。有效样本中男性受

访者超过60%,这反映出农民工家庭中男性作为主要决策者的现实。受访者平均年龄35.9岁,

教育年限均值9.6年,配偶年龄均值为35.5岁,教育年限均值为9.6年,受教育水平较低。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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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数和学龄儿童数均值分别为0.887、0.498。具体而言,其中未成年子女数为0和1的农民

工分别占比30.8%、49.6%,两者合计超过80%,义务阶段学龄儿童子女数为0和1的农民工占

比91.5%(对应比例分别为57.3%、34.2%)。中西部子样本家庭化完整性和稳定性比例均略低

于总样本,异地城镇化(跨省迁移)比例为55.7%,略高于总样本,而中心城市迁移比例为46.5%,
略低于总样本。

(三)模型与分析策略

因变量稳定性和家庭完整性均是二分变量,故采用probit模型。
在具体分析中,本文首先基于总样本估计异地迁移、中心城市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人口流动主要是中西部人口向东部迁移的现实,论文进一步分析剔除了户籍

地为东部沿海地区样本,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农民工不同城市化路径和城市化质量的关系。
无论是异地迁移还是向中心城市迁移,都是农民工自主迁移的结果,而非一个随机过程,因

此还需考虑选择性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选取了城市工资水平、跨省迁移比例、中心城市迁移比

例作为工具变量,基于ivprobit模型分析城市化路径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跨省迁移与中心城

市迁移比例与信息获取途径相关,农民工可以基于同乡关系获得迁移地的信息,影响农民工是否

异地迁移和向中心城市迁移。这些因素均是在个体迁移之前就存在的,且农民工个体迁移不会影

响其户籍地农民工外省迁移、中心城市迁移比例不会影响到迁入地的工资,因此,其影响是外生的。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城市化路径与城市化质量

本文使用probit模型考查跨省异地迁移和向中心城市迁移对城市化质量,即家庭完整性和

预期稳定性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2前两列。两列结果均显示,跨省迁移(异地城市化)对城市化

质量影响均为负,而中心城市迁移对城市化质量影响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家庭完整性模型中(第一列),跨省迁移系数为-0.298,边际效应为-0.097,相对于省内迁

移、跨省迁移农民工城市化质量更低,异地迁移农民工相对于省内迁移农民工的家庭迁移(家庭

完整性)发生比率更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异地迁移农民工比省内迁移农民工进行家庭

化迁移的边际效应降低9.7%。中心城市对家庭完整性回归系数为0.260,边际效应为0.086,在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心城市农民工相对于非中心城市农民工进行家庭化迁移的边际效应

增加8.6%。因此,基于家庭完整性考虑,异地城市化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为负,而中心城

市的影响为正。同一趋势在农民工稳定性预期方面依然存在,在稳定性probit模型中,异地城市

化系数为-0.282,中心城市回归系数为0.099。总之,无论是基于家庭完整性还是预期稳定性等

家庭福利指标,异地城市化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为负,而中心城市的影响为正。
如前所述,虽然相对于“跨省迁移”,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均可理解为“就近城镇化”,但“市内

跨县”相对于“省内跨市”无疑更符合“就近城镇化”直观理解,且公共服务供给也主要是由“各市

因地制宜制定”,因此,我们进一步关注“市内跨县”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probit回归结果显示,
市内迁移虚拟变量在完整性模型和稳定模型中的probit系数分别为0.068、0.056,均在1%的水

平上显著。因此,在其他条件下相同的情况下,市内迁移相对于省内跨市迁移,对家庭团聚(完整

性)和稳定性更有利,有利于城市化质量的提升。
综上所述,相对于跨省异地迁移,省内迁移更有利于农民工家庭团聚与稳定性,而市内迁移

又相对于省内迁移,更有利于提升农民工城市化质量。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城

市化路径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是:市内迁移>省内迁移>跨省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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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城市化路径与已婚农民工城市化质量

解释变量
城市化质量probit回归

完整性模型 稳定模型

城市化质量ivprobit回归

完整性模型 稳定模型

迁移范围(省内跨市)
异地城市化(跨省迁移) -0.298*** -0.282*** -0.623*** -0.088**

(0.017) (0.016) (0.044) (0.043)
市内迁移 0.068*** 0.056*** -0.019 0.235***

(0.021) (0.020) (0.029) (0.027)
中心城市 0.260*** 0.099*** 0.491*** 0.407***

(0.016) (0.015) (0.031) (0.030)
家庭情况
配偶年龄 -0.003 -0.001 -0.003 -0.001

(0.002) (0.002) (0.002) (0.002)
配偶教育 0.016*** 0.035*** 0.011*** 0.034***

(0.004) (0.004) (0.004) (0.004)
未成年子女数 -0.292*** 0.075*** -0.284*** 0.079***

(0.015) (0.014) (0.015) (0.014)
学龄儿童数 -0.098*** 0.018 -0.093*** 0.019

(0.015) (0.015) (0.015) (0.015)
个体特征
男性 0.057*** -0.083*** 0.050*** -0.072***

(0.017) (0.017) (0.017) (0.016)
年龄 0.001 0.004** 0.001 0.004*

(0.002) (0.002) (0.002) (0.002)
教育 0.006 0.029*** 0.000 0.029***

(0.004) (0.003) (0.004) (0.004)
进城经验 0.064*** 0.077*** 0.063*** 0.076***

(0.002) (0.002) (0.002) (0.002)
收入 -0.069*** 0.141*** -0.028 0.108***

(0.022) (0.021) (0.022) (0.021)
务工城市特征
城市规模 -0.206*** -0.031*** -0.259*** -0.132***

(0.010) (0.009) (0.013) (0.012)
地区(东部)
中部 -0.087*** -0.200*** -0.207*** -0.131***

(0.022) (0.021) (0.026) (0.026)
西部 0.051*** -0.117*** -0.091*** -0.114***

(0.018) (0.018) (0.023) (0.022)
东北 0.487*** 0.034 0.330*** 0.038

(0.032) (0.027) (0.036) (0.030)
截距项 2.166*** -1.748*** 2.387*** -1.143***

(0.187) (0.178) (0.191) (0.183)
N 41,818 41,818 41,818 41,818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p<0.01,**p<0.05,*p<0.1。[2]是否跨省异地迁移和是否迁入中心城市的工具变量为农

民工户籍地跨省迁移比例、迁入中心城市比例、务工城市工资水平。[3]下表同。[4]完整性和稳定性ivprobit模型沃德尔检验结果

分别为:卡方值190.11、192.50,p值均为0.000,否定了异地迁移和中心城市迁移的外生性原假设

针对城市化路径选择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农民工户籍地跨省迁移比例、向中心城市迁移比

例和迁入地的平均收入为工具变量进行处理。表中第3、4列是使用工具变量后估计结果,城市

化路径(异地迁移、中心城市迁移)对城市化质量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但系数发生了一定变化。

家庭完整性模型中,跨省迁移系数从一般probit模型的-0.298变化为ivprobit模型的-0.623,

这意味着由于忽略了内生性,一般probit模型将低估异地迁移对家庭迁移倾向的负面影响。中

心城市迁移系数从0.260(第一列一般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变化为0.491(第三列工具变量回归

估计结果),这意味着忽略内生性导致了中心城市迁移对于家庭化迁移的正面效应被低估。稳定

性预期模型中,异地迁移估计结果从-0.282(第二列)变化为-0.088(第四列),中心城市系数从

0.099上升到0.407,忽略内生性的一般probit模型高估了异地迁移对稳定性预期的负面影响,而
低估中心城市迁移对稳定性预期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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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考虑内生性影响后,市内迁移相对省内跨市迁移对家庭完整性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

异,但市内迁移的农民工城市化更具稳定性。农民工配偶的教育水平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提升

有显著影响,配偶教育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化质量(家庭完整性和稳定性)越高。未成年子女数

越多,意味着迁移成本越高,因此降低了农民工家庭迁移的倾向,同时,未成年子女数越多,农民

工城市化稳定增加,这与生命历程相关研究结果相符。此外,务工城市规模对城市化质量产生负

面影响,相对于东部,中西部务工农民工城市化质量更低。
(二)进一步分析:中西部农民工样本分析结果

中西部子样本统计结果见表3。从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可知,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城

市化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心城市对家庭完整性、稳定性预期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02、

0.32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回归系数也高于一般probit估计结果(对应的估计系数分别

为0.238、0.048),这说明忽略内生性使得中心城市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正面影响被低估。对

比一般probit估计和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可知,忽略内生性使得异地跨省迁移对农民工家庭完整

性的负面影响被低估了(对应的系数从-0.288变化为-0.521)。
表3 中西部子样本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城市化质量probit回归

完整性 稳定性

城市化质量ivprobit回归

完整性 稳定性

迁移范围(省内跨市)
市内迁移 0.074*** 0.000 0.011 0.279***

(0.025) (0.024) (0.036) (0.033)
跨省迁移 -0.288*** -0.216*** -0.521*** 0.331***

(0.025) (0.024) (0.067) (0.063)
中心城市 0.238*** 0.048*** 0.302*** 0.322***

(0.018) (0.018) (0.032) (0.030)
家庭情况
配偶年龄 -0.004 -0.000 -0.004 -0.000

(0.003) (0.003) (0.003) (0.002)
配偶教育 0.006 0.025*** 0.004 0.026***

(0.004) (0.004) (0.004) (0.004)
未成年子女数 -0.263*** 0.074*** -0.267*** 0.092***

(0.017) (0.017) (0.018) (0.017)
学龄儿童数 -0.124*** 0.015 -0.121*** 0.012

(0.017) (0.017) (0.017) (0.017)
个体特征
男性 0.089*** -0.090*** 0.085*** -0.078***

(0.021) (0.020) (0.021) (0.020)
年龄 0.003 0.005* 0.003 0.005*

(0.003) (0.003) (0.003) (0.003)
教育 -0.001 0.027*** -0.003 0.028***

(0.004) (0.004) (0.004) (0.004)
进城经验 0.062*** 0.076*** 0.062*** 0.074***

(0.002) (0.002) (0.002) (0.002)
收入 -0.057** 0.156*** -0.036 0.087***

(0.025) (0.025) (0.026) (0.025)
务工城市特征
城市规模 -0.188*** 0.009 -0.199*** -0.080***

(0.011) (0.010) (0.013) (0.012)
地区(东部) -0.047* -0.085*** -0.196*** 0.236***
中部 (0.028) (0.027) (0.048) (0.045)

0.046* -0.054** -0.087** 0.168***
西部 (0.024) (0.023) (0.040) (0.038)

0.331*** -0.043 0.325*** -0.170**
东北 (0.094) (0.086) (0.094) (0.086)
截距项 2.004*** -2.116*** 2.131*** -1.677***

(0.220) (0.213) (0.224) (0.215)
N 28,837 28,837 28,837 28,837

     注:同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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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异地城市化(相对于省内迁移)对农民工稳定性预期的影响,估计系数由负变

正,从-0.216变化为0.331,这进一步验证了前文假设,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工作机会不

足,因此促进了农民工跨省迁移寻求机会,迁移至更高机会与收入的城市,进而带来更高的稳定

性。同时也意味着对跨省异地务工农民工而言,如果不能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促使其举家迁移,降

低迁移成本,他们相对于省内迁移农民工家庭分离可能性更高,且这种情况更可能在未来几年

延续。

此外,市内迁移相对于省内跨市迁移,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依然有积极的影响,虽然完整性

模型中ivprobit回归结果不显著,但方向为正。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与发现

家庭团聚与稳定性是农民工利益的核心内容,也是影响农民工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本文

基于生命历程视角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目标,搭建了基于农民工家庭团聚与稳

定性为核心的人口城市化质量评估框架,进而评估中心城市城镇化、异地城镇化对农民工城市化

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省会(首府)为主的中心城市迁移路径,不仅有利于农民工家庭的团

聚,同时也对其稳定性预期有着积极影响。跨省异地城镇化则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有着不利的

影响,相对于省内跨市迁移,跨省异地迁移不仅导致了更多的分离型家庭,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

不稳定性。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省内跨市迁移相对于跨省迁移有利于农民工城

市化质量的提升。更进一步,虽然相对于跨省迁移,省内跨市与市内迁移都是“就近城镇化”,但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市内迁移相对于省内跨市迁移,对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升更有利。

考虑到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跨省异地迁移人口主要是中西部农业转移人口,因此本

文继续以户籍地为中西部农民工子样本进行分析,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城市规

模、经济区域以及个人家庭特征的条件下,省会、首府等中心城市城镇化依然对城市化质量有着

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异地城镇化对农民工城市化质量的影响则呈现出一定的“紧张”状况:一方面

异地城镇化提升了农民工城市化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又不利于农民工家庭团聚。

(二)进一步讨论:农民工利益基础上的城镇化路径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农民工选择与国家城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是否一致,不仅会影响相关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

性与效率,同时也会影响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理想的情况是,农民工选择与国家城镇化发展

道路一致,两者协同发展,提升城市化质量。

正如既有关于中心城市迁移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研究所展示的,省会、首府等中心城市城镇

化,有利于农民工的收入增长,而本文进一步发展,中心城市城镇化,对农民工家庭团聚与稳定迁

移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政府应放开中心城市落户条件,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向稳定城镇化的

农民工覆盖,降低农民工家庭迁移成本。

本文也揭示了就近城镇化对农民工家庭团聚与稳定性的积极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就近城镇化有利于农民工家庭团聚与稳定性。然而,现实层面却非常复杂。不同迁移路径或

城市化路径,对农民工就业、收入的影响,似乎是不同的。就近城镇化很难确保农民工的就业机

会与收入,这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农民工跨省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本身就是追寻就

业机会与收入的结果。因此,要实现政策倡导的就近城镇化同农民工选择相一致,要求着中西部

中小城市的发展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带动农民工回流与“就近城镇化”。但令人担忧的是,东

部沿海的产业转移,似乎主要是向湖南、湖北等中部地区转移,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成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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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促进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城镇化”,需要相关地区与城市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快的

进展。

时至今日,中国城镇化道路依然漫长,城镇化也面临发展动力深刻变化[40]。如何推进政策

倡导城镇化路径与农民工选择相一致,是影响着城市化质量的关键议题。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

依然是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提升就业质量为基础提升农民工城市化质量,以农民工就业所在地

为重点,推进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带动农民工家庭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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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mpactoftheInterprovincialMigrationandtheMigrationofCentralCities

WEIWanqing,MAJing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GuangxiUniversity,Nanning530004,China)

Abstract:Thispaperusestheperspectiveoflifecourse,andestablishesaqualityassessmentframeworkforurbanization
basedonfamilyintegrityandstability.WeusedatefromtheChinaMigrantsDynamicSurvey(CMDS)in2014,and
thenestablishaqualityframeworkfortheurbanizationofmigrantworkers,toevaluatetheimpactofthe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andthemigrationofcentralcities.Thestudyfoundthatcentralcitiesmigrationplaysapositiveroleinmain-
tainingthefamilyintegrityandstabilityofmigrantworkers,andtheinterprovincialmigrationisnotconducivetoim-
provingthequalityofmigranturbanization.Afterfurtheranalysisofthemid-westsubsample,wefoundthatcentralcit-
ymigrationstillhas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theurbanizationquality.However,theinterprovincialmigration,on
theonehand,improvestheurbanizationstabilityofmigrantworkers,ontheotherhand,itisnotconducivetomaintain
theintegrityofthefamily.Theseresultsarestillrobustaftertheendogeneityproblemistreatedwithinstrumentalvar-
iables.Therefore,thearticlesuggeststhatthegovernmentshouldaimattheSeparationtypefamilyofmigrantworkers
toincreasethesupplyofpublicservicescenteredoneducationandpolicyhousing.Theurbanizationalsocanbepromo-
tedthroughmultiplepaths,likebalancedregionaldevelopment,supply-sidereformofbasicpublicservices,anddevelop-
mentofcapitalcitiesandprovincialcapitals.
Keywords:urbanizationpath;urbanizationquality;migrantworkers;separationtype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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